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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1
 

王兆峰，刘庆芳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旅游生态效率是ー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

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 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

经济带 2007~2016 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

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増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

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 3 地区内部差

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

府规制カ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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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旅游业已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支柱性产业
[1]
。2018 年我国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

客 55. 7亿人次，共实现旅游收入 5. 98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人类异地性群体活动势必会引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2]
。《“十三

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将绿色发展贯穿于旅游业规划、开发、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

旅游业新格局；党的十九大进ー步强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因此如

何协调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旅游生态效率是衡量区域人地系统协调程度和可持续发展

水平的重要指标，探索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规律对调整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规范旅游开发行为和促进旅游永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国

外有关旅游生态效率研究首先起源于对旅游生态效率概念的解析与阐释
[4,5]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壮大，旅游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部分学者运用单一比值法
[6,7]

、指标体系法
[8]
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9，10]
对旅游生态效率进行定量

测度，并从生态旅游规划战略、建设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构建生态旅游中心和协调绿色旅游“价值态度ー价值行为”间的矛盾

等 4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举措和对策
[11~13]

。21世纪以来，我国旅游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大规模客流的

空间置换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实践发展与国外相关研究的推动下，国内针对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成果

不断涌现，总体来看，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研究仍停留于对提高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策略的宏观定性描述上
[14，15]

，

部分学者采用旅游碳足迹模型
[16~18]

、数据包络分析
[19~21]

、单一比值法
[22，23]

等方法测度旅游生态效率并基于测度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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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本文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基于地理时空ニ维视角，探索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仍鲜少见诸文献。鉴于此，本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 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

率，结合区域差异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法勾勒其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散特征，采用面板 Tobit 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希冀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旅游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设计 

1.1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地理范围覆盖上海、浙江、安霉、湖北、重庆、云南等 11个省区，按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地

区划分方案，东部地区为上海、浙江、江苏；中部地区含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4省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云南、贵州、

四川 4省区，全流域总人口超过 5亿，面积约为 205万 km
2
，经济总量超过全国的 40%,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战略支撑作用最强的

区域之一。旅游产业是长江经济带战略支撑作用发挥的关键动能，2017年长江经济带共接待游客 49. 29亿人次，共实现旅游收

入 5.06万亿元，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44.21%，如此庞大的产业规模也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安全隐患。探索旅游生态效率演化规律

对于转变旅游发展方式和促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2.1 研究方法 

(1)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模型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通常期望由旅游活动、旅游交通、住宿设施等相关产业和设

施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越小越好，即实现旅游业非期望产出最小化。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由 K. Tone 提出，由于此模

型在计算过程中会出现多个效率相对有效的 DMU，因而无法进行对其横向比较。在此基础上，K. Tone 提出 Super-SBM模型，以

修正无效 DMU松弛变量，解决效率排序无效的问题
[24]

。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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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个 DMU中，每个 DMU由投入 m，期望产出 r1和非期望产出 r2构成；x、y
d
、y

u
分别为投入矩阵、期望产出矩阵和非期

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p为旅游生态效率值。 

(2)均方差分解法 

借助均方差分解法，将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分解为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差异和三大地区内的差异，并对各部

分贡献率进行计算
[25]
。公式如下： 

 

式中：S 表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差异的均方差指数；Sa代表三大地区内部各省区的差异情况；Se为三地区间的差异情况；I 为

地区个数；Dij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j 个省区的旅游生态效率；N 表示长江经济带省区个数；Ji表示第 i 个地区省区的个数；Di表

示第 i个地区旅游生态效率的均值；D为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的均值。 

(3)冷热点分析 

冷热点分析用于测算研究区内某点在范围 d以内与其他点的空间依赖强度
[26]
，其数学模型为： 

 

式中：xi、xj分别表示 i省区和 j省区的旅游生态效率；Wij表示空间权重函数，如果空间位置 j在 i的距离 d以内，则 Wij=1，

否则，Wij=0。为区分空间上的冷点和热点地区，本文将 Gi值进行标准化，其标准化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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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Gi）为期望值；Var(Gi)为变异系数，当 Gi的观察值大于期望值且有统计学意义时，该区域即为“热点区”，说明

该省区旅游生态效率高度集聚；当 Gi的观察值小于期望值时，该区域即为“冷点区”，则该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分散分布。依据区

域 Z值，运用自然断点法，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划分为冷点、次冷点、次热点和热点 4种类型。 

(4)面板 Tobit回归模型 

Tobit回归模型由经济学家 Tobin提出，是ー种分析因变量受限的回归模型，用以构建受限或者截断因变量的模型。本文中

长江经济带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均值大于 0，属于归并数据，因此，采角最大似然估计法（ML)估计 Tobit 模型中的参数。面板

Tobit回归模型能够避免传统线性回归方法的误差
[20]

，其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Y为受限因变量向量；a为截距项向量；β为参数向量；εi-N(0，ε
2
)。 

1.2.2 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生态效率是指为实现旅游生态环境改善与旅游经济提升的双向目标，用旅游收益与环境影响的比值进行核算的ー个旅

游生态学指标，其本质为最小化旅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大化旅游经济的附加值。在投入指标体系上，资源投入指标主要涵

盖旅游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在旅游生态效率研究中，由于土地资源投入指标的统计数据缺失，且鲜有学者将土地资源纳入

投入指标体系内，加之星级酒店和景区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地资源投入的不足，因而本文尚未将土地资源作为投入指标；

本文从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角度出发，参考已有研究成果
[19，20]

，选取 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三星级及以上酒店数量、旅行社

数量表征旅游资本投入；旅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选取旅游从业人数表示旅游业劳动力投入。在产出指标体系上，以旅游总收

入作为期望产出指标，以旅游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以衡量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选取旅游碳排

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一方面旅游碳排放含括的污染面更广，另ー方面旅游碳排放量更容易量化。借鉴 Becken实证研究成果，

确定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为旅游碳排放重点领域，采用“ 自上而下”的 CO2核算方法
[27，28]

分别核算旅游交通、旅游

住宿和旅游活动 C02排放量。 

1.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https：//www.met.gov.cn/)；长江经济带沿线 11个省区 2008〜2017年统计年鉴，针对

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将其补充完整。 

2 结果分析 

2.1旅游生态效率时空分布特征 

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东部（上海、江苏、浙江）、中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西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3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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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29]

。为展现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差异，本文依据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值的高低，将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依次划

分为高效率地区（均值≥1.2)、较高效率地区（1.2>均值≥0.9)、中等效率地区（0.9>均值≥0.6)、较低效率地区(0.6>均值≥

0.3)和低效率地区（均值<0.3)，如图 2所示。 

（1）2007〜2016 年，高效率省区数量有所增加，2007〜2013 年间主要集中在苏沪黔 3 省区，研究期末，高效率地区继续

向西扩展到四川省。表明研究期内苏沪黔 3 省旅游生态效率始终处于最佳前沿生产面，苏沪经济发达，旅游产业结构向高级化

方向发展，加之旅游经营管理理念的不断更新、旅游生态保护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其旅游生态效率处于较高水平，贵州旅游

生态效率较高，这可能与其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原始生态环境良好，旅游开发力度尚未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有关。 

（2）较高效率省区的数量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2007年较高旅游生态效率地区主要分布于重庆市，2010

年江西省从旅游生态效率较低值地区跃升为较高效率地区，2013年较高效率地区继续向东扩展到四川省，2016年，江西省旅游

生态效率降至较低效率区，而四川省的旅游生态效率继续提升，成为高效率地区。这可能与长江经济带东部省区区位优势明显，

旅游发展模式逐渐集约化、高效化和低碳化有关。而以江西省为代表的中部省区区域旅游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完善的旅游开发机

制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3)较低效率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研究期内，较低效率地区经历了先减后增的演化趋势，其分布范围由 2007 年的川鄂皖湘

赣浙 6省区缩小至 2013年的鄂皖滇湘 4省区，2016年，江西省旅游生态效率降低，再次进入较低效率地区行列。从较低效率地

区演化范围来看，鄂皖两省始终处于较低效率水平，总体旅游生态效率值变化不大，旅游生态效率较低值区向西南方向扩张的

趋势显著。 

(4)低效率地区较少，2007 年主要分布于云南省，2010 年云南省旅游生态效率提高，成为较低效率地区，湖南省降为低效

率地区。2013年和 2016年，低效率地区稳定布局在浙江省。低效率地区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说明长江

经济带西部省区旅游生态效率有所敛缩，而东部省区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有所提高。 

 

2.2旅游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特征 

2.2.1 总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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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可知，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的绝对差异整体呈现敛缩态势，标准差从 2007年的 0.629降至 2016年的 0.519，年

均下降率为 1.1%,具体来看，2007-2012年绝对差异不断缩小；2012-2014 年绝对差异有所扩大，从 2012年的 0.488上升至 2014

年的 0.582; 2012 年后又继续下降，降至 2016年的 0.519;相对差异整体亦不断收敛，变异系数从 2007年的 0.801减少至 2016

年的 0.591，其演化特征与绝对差异一致，均呈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演变趋势。运用 Geoda软件分别计算长江经济带各

年份旅游生态效率的 Moran’s I，图 3 显示，2007-2016 年 Moran's I 均为负数，这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

整体表现出负的空间相关性，空间异质性大于空间聚集性；从演变趋势来看，研究期内 Moran's I整体呈现増大的趋势，从 2007

年的-0.064 増大至-0.019，这映射出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在研究期内得到有效平衡，这也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

异的整体演化趋势相吻合。 

 

2. 2.2 总体差异分解 

将区域差异分解为 3 大地区内差异和区际间差异并求出其贡献率。表 1 显示，研究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 3 大地区旅游

生态效率 Sa的平均值分别为 0.104 2、0.009 5和 0.079 0，这显示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内差异呈现“东部 > 西部>中部”

空间分布格局；在演变趋势上，东部和中部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渐趋离散，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经历了“缩小一增大”的

演变阶段；西部地区旅游生态区域差异收敛态势明显，Sa从 2007 年的 0. 146 9 下降至 2016 年的 0.046 6。与此同时，长江经

济带旅游生态效率 3大地区间的差异整体呈现敛缩态势，Se从 2007年的 0.122 5下降至 2016年的 0.083 3。从区域内和区域间

差异贡献率来看，研究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内部差异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69. 68%，而三大地区间的差异贡献率为

30. 32%，这说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主要来自东部、中部和西部内部。 

表 1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分解（2007-2016) 

      区内       
区间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Sa  贡献率 Sa  贡献率      Sa 贡献率  S e  贡献率 

2007  0.090 7  0.251 5 0.008 2  0.001 7 0.146 9  0.407 3  0.122 5  0.339 6 

2008  0.086 5  0.271 6 0.007 9  0.009 0 0.120 2  0.377 3  0.109 0  0.342 1 

2009  0.094 6  0.295 0 0.008 6  0.009 4 0.111 9  0.348 9  0.111 2  0.346 7 

2010  0.083 8  0.315 8 0.007 6  0.124 7 0.075 6  0.284 8  0.072 9  0.274 7 

2011  0.085 6  0.359 4 0.007 8  0.050 3 0.071 5  0.300 1  0.069 2  0.290 2 

2012  0.088 0  0.405 4 0.008 0  0.123 3 0.048 9  0.225 1  0.053 4  0.246 1 

2013  0.116 7  0.466 3 0.010 6  0.102 7 0.054 6  0.218 3  0.053 2  0.212 7 

2014  0.146 4  0.475 3 0.013 3  0.017 5 0.056 2  0.182 4  0.100 1  0.324 9 

2015  0.135 2  0.473 7 0.012 3  0.012 0 0.057 2  0.200 3  0.089 6  0.3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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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14 0  0.465 0 0.010 4  0.004 6 0.046 6  0.190 3  0.083 3  0.340 1 

平均值  0.104 2  0.377 9 0.009 5  0.045 5 0.079 0  0.273 4  0.086 4  0.303 1 

 

2.3旅游生态效率集散特征 

本文采用 G指数具体化表达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集散特征，运用最佳自然断点法(Jenks)将得分按照从低至高依

次划分为冷点、次冷点、次热点和热点 4种类型（图 4)。 

(1)2007-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热点范围不断缩小，2007年热点地区分布于苏沪川滇 4省区，2010年云南省

退出热点，东部地区热点范围向南延伸至浙江省。2013年和 2016年，热点范围稳定分布于四川省。映射出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

效率集聚范围缩小，东部地区集聚特征趋于弱化，西部地区集聚特征较为稳定。研究期内冷点区范围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分布

于鄂赣两省区，鄂赣两省区位于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上述地区长期以来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建设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致使旅游生态效率处于较低水平，难以形成高效率值的集聚。 

(2)次热点的省区数量先减后増，分布范围明显扩太。研究期内，次热点的省区数量由 2007年的渝黔湘浙 4省降至 2013年

的苏沪浙 3省区。2016年，次冷点省区数量上升至苏沪渝黔滇 5省。2007〜2010年次热点的空间演化趋势由东中西部地区插花

式分布转至东部地区小范围集中，而 2010〜2016 年东部和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成片蔓延式分布。次冷点省区由 2007 年的安徽省

扩张至 2010年的渝黔两省，2013年次冷点范围全面扩张至皖渝滇黔湘 5省，区域旅游生态效率总体水平不高。随着生态旅游发

展滞后性的逐渐克服及各种政策规制作用的逐渐发挥，2016年次冷点范围得以有效控制，次冷点覆盖范围收缩至皖浙湘 3省区。 

 

2.4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影响因素 

2.4.1影响因素选择 

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表明不同省区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因此必须深入探讨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

的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往往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3 种路径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30]

。分别运用旅游总收入
[26]
、旅游总

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
[31]

和年度 R&D 经费投入表征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和科技发展水平；同时城镇化能为旅游生态环境

的改善提供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要素，因而也会对旅游生态效率产生影响；政府规制在为区域旅游生态环境改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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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外部压カ的同吋，也从政策保障层面促进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提高，分别使用城镇化率和旅游占 GDP 比重表示区域城镇化水

平和政策规制カ度。数据截取 2007~2016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以及避免回归结果出现伪

回归，在进行面板 Tobit 回归之前，本文首先对面板数据的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避免量纲对数据拟合造成干

扰。 

2.4.2 Tobit 模型估计效果 

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设为因变量，将各影响因素设为 S自变量，Tobit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2。 

(1)从旅游经济规模层面来看，旅游经济规模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只有浙江呈现显着的正向影响，但估计系数较

小（0.104 4)，旅游经济规模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微弱，除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贵州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其它

省份均呈现不显着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部分省区在科学评估地区旅游承载

力，合理控制旅游人流量，减少旅游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方面取得初歩成效，但多数省区仍处于盲目扩大旅游规模以较快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2）从科技发展水平层面来看，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省区中，江西（6. 401 2)和四川（0.389 0)的科技发展水平与旅游

生态效率呈正相关；而浙江（-1. 639 9)、湖北（-0. 208 3)则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说明大多数省区的科技进步并未改善旅游

地生态环境，甚至ー些现代科技的介入加重了旅游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毋庸置疑现代科技极大改变了旅游业传统的运营管理方

式，同时加速了旅游产品和业态的更新换代，但地方政府针对旅游而投入的科研资金捉襟见肘，有限的科研经费也并未直接投

向旅游环保设施设备等方面，因而科技发展对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3）从旅游产业结构层面来看，东部的上海(-5.068 7)、江苏（-0.638 3)和浙江（-0.872 5)的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生态

效率表现出不显着负向关系；江西（3. 5810)、湖北（3.241 2)和四川(3.945 1)表现出正向显著影响。东部省区旅游业目前正

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升级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着，而中西部省区由于旅游发展

水平较低，生态环境暂时可适应当前的旅游产业结构，因而其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4）从城镇化发展水平角度来看，湖北(-0.618 1)和贵州（-3. 297 4)呈现显着的负向影响，其它省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新型城镇化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倡导绿色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在其建设过程中能从

制度约束、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快旅游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区域旅游生态效率，而多数省区由于新型城镇

化推进速度较慢，且在推进过程中，未将新型城镇化建设细则规范一一落到实处，因而其影响不显著甚至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 

表 2 Tobit模型参数估计 

地区 
 

C 
 旅游经济规模 

xl 

 科技发展水平 

x2 

 旅游产业结构 

x3 

 城镇化水平 

x4 

 政府规制力度 

x5       

上海  -0.607      1 
(0.845 5) 

 -2.109 9 
(0.027 4) 

**
 
 -1.275 3 

(0.229 4) 
 -5.068 7 

(0.102 7) 
 2.395 7 

(0.494 5) 
 7.589 9 

(0.020 0)
**
 

江苏  0.665 8  
(0.171 2) 

 -0.904 4 
(0.231 2) 

 0.687 9 
(0.301 1) 

 -0.638 3 
(0.909 8) 

 0.514 2 
(0.540 8) 

 3.528 2 
(0.616 1) 

浙江  1.032 4  
(0.000 0) 

***
 
 0.104 4 

(0.005 2) 
 -1.639 9 

(0.000 0) 
***
 
 -0.872 5 

(0.481 5) 
 -0.325 5 

(0.447 5) 
 0.914 1 

(0.501 0) 

安徽  -0.045 8 
(0.892 0) 

 -2.962 4 
(0.113 2) 

 -0.679 7 
(0.387 9) 

 -0.136 9 
(0.851 5) 

 1.938 4 
(0.352 5) 

 3.804 9 
(0.144 5) 

江西  -1.333 9 
(0.009 3)

 ***
 

 -3.896 1 
(0.137 4) 

 6.401 2 
(0.000 1) 

***
 
 3.581 0 

(0.014 8)
 **
 
 1.721 7 

(0.533 7) 
 -1.678 7 

(0.662 5) 

湖北  0.483 2  
(0.000 0) 

***
 
 0.503 5 

(0.191 5) 
 -0.208 3 

(0.040 7)
 **
 

 3.241 2 
(0.000 0) 

***
 
 -0.618 1 

(0.043 7) 
 -2.566 4 

(0.0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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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0.308 0 
 (0.021 8) 

 0.148 1 
(0.871 9) 

 -0.376 2 
(0.159 5) 

 1.074 3 
(0.475 7) 

 0.156 6 
(0.837 4) 

 -0.495 3 
(0.797 8) 

重庆  1.081 8  
(0.000 2)

 ***
 

 0.517 1 
(0.572 5) 

 -0.170 1 
(0.432 5) 

 0.271 5 
(0.225 6) 

 0.128 8 
(0.855 8) 

 -0.699 7 
(0.160 6) 

四川  0.155 5  
(0.555 3) 

 2.010 0 
(0.110 1) 

 0.389 0 
(0.003 3) 

 3.945 1 
（0.000 0)

 ***
 
 -1.236 8 

(0.496 7) 
 -3.771 2 

(0.052 5) 
*
 

贵州  2.578 0  
(0.000 0) 

***
 
 3.587 8 

(0.104 0) 
 -0.219 5 

(0.860 1) 
 0.375 0 

(0.704 1) 
 -3.297 4 

(0.001 5) 
***
 
 -2.276 8 

(0.001 1) 

云南  0.029 3  
(0.813 5) 

 -1.548 1 
(0.180 4) 

 0.236 7 
(0.820 2) 

 0.502 0 
(0.596 3) 

 0.848 0 
(0.206 5) 

 0.780 6 
(0.586 5) 

注：各变量括号外数值为系数估计结果，括号内数据为 P值；“
***
”、“

**
”、“

*
”分布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4）从政府规制カ度层面来看，政府规制カ度对不同省区旅游生态效率产生的影响不同，仅上海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

关系（7. 589 9)，而湖北（-2. 566 4 )、四川(-3. 771 2 )和贵州(-2.276 8)均呈现显着的负向关系。不难发现，上海市政

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污染防治，出台一系列旅游生态保护规章制度，持续加大旅游环保资金投入，加快推进旅游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地区旅游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大部分中西部省区更多着眼于旅游经济快速发展，并未高度重视旅游所造成的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因而其政策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呈负相关。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 Tobit 模型探析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

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西部生态环境较好的贵州省也位于高效率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最为广

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増加；较高效率省区则先增加后减少；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

移。 

（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且空间集聚程度较弱，但二者均呈降低态势。从均方差分解指数来看，长江经

济带旅游生态效率三大地区间差异小于区内差异，区内差异是造成全省差异的主要贡献者。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

冷热点变化趋势明显，至研究期末，逐步形成东部和西部高值集聚，中部低值集聚的“工”字形结构。 

(3)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受控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

府规制カ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其中，旅游经济规模无论是否通过显着性检验，其对旅游生态效率

的影响均较弱。 

长江经济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带，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加强长江经济带旅游环境保

护协作，破除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在框架内，加强旅游发展理念、技术的交流

互鉴，以提高区域整体旅游生态效率；另ー方面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区必须不断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ー批污染严

重的旅游企业，切实兜住生态安全底线，着眼旅游治污防污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借新型城镇化所带来资金、人才、技术等资

源要素的东风，不断完善区域旅游生态安全保护条例和法令，积极通过新媒体平台宣传旅游生态保护，鼓励游客绿色出行和低

碳消费，从而推进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建设步伐，使其成为大流域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 

旅游生态效率是衡量区域人地系统协调程度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相关研究是新时代协调人地系统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前瞻性命题，本文基于省域视角，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生态学与旅游地理学等边缘学科交叉融合，也深化了旅游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也可为长江经济带及各

省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但本文存在如下不足：旅游生态效率值是ー个比值，具有相対性，因而未能完全反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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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实际运营和管理情况；其次，对于旅游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甄选上，由于旅游环境监测体系尚未全面建立，旅游

环境有关指标数据仍然难以直接获取，因而采用碳排放量衡量旅游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其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

后续深化研究中，可待相关监测体系构建完善后，不断优化旅游生态效率指标体系；最后，囿于指标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基于

省域视角测度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所得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为长江经济带旅游永续发展提供

依据，若将研究靶向聚焦于市域或县域，所得结果或能更加精确科学。这也是未来深化旅游生态效率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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